
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
廖　　凡

摘　要：国际法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多边主义是对这种通用性的有力

支撑。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真正多边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所谓 “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是

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对丛林法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超越和革新，开辟了

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应当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指引国际法治，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开放性多边体系，捍卫国际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在协商合作基础上为

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通过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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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
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①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多边主义近年来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中的一个核心词汇。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
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题为 《让多边主义的
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强调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的出路是
“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５０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重申，
“应该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③ 习近平主席还强
调，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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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

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① 对于

多边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同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法治的理解和诠释紧密

相联。

多边主义实践久已有之。在作为近代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发源地的欧洲，１６４８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认主权平等原则和外交规范，多国代表通过协商就一系列

国家间关系准则达成共识，被视为多边主义的萌芽。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后

确立的欧洲协调使得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有了实质运行内容，是欧洲大国首次以

多边形式确定国际安全合作安排。②多边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实践活动，则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现象，以国际联盟 （以下简称 “国联”）的构想和

建立为起点。③ 《国际联盟盟约》不仅创设了国联这一多边机构，还规定了作为国

家间合作基础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包括集体安全、和平解决争端、经济社会事务

合作、裁减军备以及公开外交。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的建立，以及其他国

际组织的蓬勃兴起，使得多边主义实践更加丰富多彩、多边主义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⑤

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的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⑥多边主义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具有基础性、主导性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增进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联合国、世界

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是多边主义的代表性实践和

基础性平台，至今仍是多边体系的中坚。美国曾是战后多边体系的主要缔造者，⑦

但其近年来的一些做法明显同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行为方式不相符合。特朗普政府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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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期间表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和 “逆全球化”倾向，对多边主义国际体系构成严峻
挑战。拜登政府执政后，虽以 “回归多边主义”自居，却日益强化以意识形态和价
值观划线，强调团结 “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①刻意渲染和制造不同 “阵营”之
间的差异与分歧。这些作为，不仅有违真正的多边主义，也同国际法治的精神背道
而驰。

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交叉视角，探析多边主义的时代内涵
及其与国际法治的互动关系。本文首先梳理和辨析多边主义的基本内涵，分析多边
主义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进行批判性分析，特别是对 “规则”的内
涵和指向及其与国际法的关系加以辨析。最后探讨如何在真正的多边主义指引下维
护和推进国际法治。

一、多边主义的基本内涵与概念辨析

（一）多边主义的基本内涵

多边主义一词源自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相关研究，其大体具有三种含义：一是
表述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或者说对外战略，即所谓功能性多边主义；二是
指向一种给定框架内的国际互动方式，即所谓制度性多边主义；三是描述一种外交
和国际行为理念，可称之为理念性多边主义。② 迄今为止，西方主流学界关于多边
主义的较为权威的定义来自约翰·鲁杰 （Ｊｏｈｎ　Ｒｕｇｇｉｅ），即多边主义是 “依据一般
性的行为准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形式；这些原则为某一类
行动明确规定适当的行为，而不考虑在任何具体情形下可能存在的当事方的特殊
性利益或战略紧急情况”。③这一定义偏重于上述第二种含义，即制度框架中的多边
主义。④在此基础上，詹姆斯·卡帕拉索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ｐｏｒａｓｏ）进一步指出，多边主义
具有不同于其他制度形式的三大特征，即不可分割性、一般性行为准则以及扩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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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性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①概言之，这一定义下的多边主义兼具定量 （三个或三
个以上国家间的互动形式）和定性 （不可分割性、一般性行为准则以及扩散的对等
性）的特质。

尽管基于不同观察和分析视角，可以将多边主义划分为功能性多边主义、制度
性多边主义和理念性多边主义，但三者本质上是相互联系、内在贯通的。一方面，

一国特别是大国的外交行为取向和对外战略会影响到国家间的互动方式和制度安排，

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制度安排反过来又会约束和塑造一国的行为取向和对外战略。②

另一方面，无论是一国自主的对外战略还是多国协同的制度安排，都必然反映和体
现某种理念并以此种理念为指引和支撑，“（多边主义）这一名词以 ‘主义’的形式
出现，意味着一种信念或者意识形态，而不只是简单的事务状态”。③有鉴于此，本
文立足上述主流定义，更多地从制度层面探讨多边主义，但相关分析和论证并不严
格限定于 “制度性多边主义”的范畴。

（二）与相关 “主义”的辨析

对待既有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立场和态度，是多边主义区别于单边主义的一个核
心特征。制度是多个行为体通过协商和谈判共同构建起来的民主性安排，一经形成，

参与国就要在从制度中获益的同时服从制度的规定。④无论个别国家有何特定考量，

也无论其在一时、一事上是否获得其所期待的对等，都应让一国利益和意志服从于
国际制度和规则所体现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意志。相反，单边主义倾向于强调一
国及其国内法的特殊性和优先性，要求特殊利益得到保障、国内规则优先适用，乃
至对国际规则采取 “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机会主义态度。由此，是否顾及既有国
际制度和规则，是辨析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重要标准。⑤归根结底，单边主义是以
权力、力量为基础，而多边主义则是以合意基础上的制度和规则为基础。

双边主义也是建立在合意基础上的协调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形式，诉诸多边主义
还是双边主义，是相关国家基于自身特定情形、事项所涉领域等因素所作的现实选

·３６·

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ｍｅｓ　Ａ．Ｃａｐｏｒａｓ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ａｒｄ　Ｒｕｇｇｉｅ，ｅ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Ｍａｔｔｅｒ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ｘｉ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ｐｐ．５３－５４．
Ｃｏｎｇｙａｎ　Ｃａｉ，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ｐ．３５－３８．
Ｊａｍｅｓ　Ａ．Ｃａｐｏｒａｓ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ｐ．５３．
参见章一平：《从均势制衡的难题看多边主义的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参见韩立余：《当代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及其发展前景》， 《国际经济法学刊》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择，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而非冲突的关系。①例如，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是多边主义的典型代表，但 ＷＴＯ法律体系中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相互认可制度、

争端解决磋商等的多边规则，在实施中都需要借助双边主义的安排。②又如，双边投
资协定作为国际投资领域的主导制度形式，是典型的双边主义安排，但一些主要国
家通过制定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作为双边谈判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与不同
国家之间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 “一般性行为准则”并形成 “扩散的对等性”预期，

从而具有了多边主义的某些特质。

区域主义一词多见于经贸领域，往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贸易协定等概念
相伴。从数量上看，两个及以上国家即可构成区域。③ 就本文所采纳的多边主义定
义而言，并不要求相关合作机制具有普遍性或全球性，参与方可以从三个到很多
直至普遍不等。因此，这一定义下的多边主义，除了两个国家构成的非典型区域
外，从形式上看内在地包含了区域主义。④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ＣＰＴＰ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这样的超级自由贸易
协定，无疑可以划归广义的多边主义，但与 ＷＴＯ相比，就成为区域与整体的关
系了。

同少边主义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这一新兴概念的对比，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多边主
义的特有内涵。关于少边主义，比较广为人知的是莫伊塞斯·纳伊姆 （Ｍｏｉｓéｓ
Ｎａíｍ）的描述性定义，即 “集合尽可能少的必要国家，对于解决特定问题产生尽可
能大的影响”。⑤同多边主义之 “多”一样，少边主义之 “少”也是一个相对而非绝
对的概念。在安全领域少边主义通常指向三至四个国家，⑥而在经贸领域则并非如
此。例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的诸边贸易协定即可归属于少边主义的范
畴；而相较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普遍性多边组织，七国集团、二十国集
团也均可归入少边主义。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定性比定量更为重要：少边主义聚
焦于达成特定目的所需的关键少数，而多边主义则更强调广泛性和包容性。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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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Ｂｌｕｍ，“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Ｈａ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４９，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３２３－３７９．
参见吴永辉：《ＷＴＯ体系中的双边主义路径评析》，《现代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参见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２４条第８款。
这是仅就形式而言。如下文所述，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在价值追求上有所不同。

Ｍｏｉｓéｓ　Ｎａíｍ，“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１７３，２００９，ｐ．１３５．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Ｔｏｗ，“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２，ｎｏ．２，２０１９，ｐ．２３５．
Ｆｅｎ　Ｏｓｌｅｒ　Ｈａ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Ｈｅｉｎｂｅｃｋ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１７，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３０１．
Ｂｈｕｂｈｉｎｄｅｒ　Ｓｉｎｇｈ　ａｎｄ　Ｓａｒａ　Ｔｅｏ，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０，ｐｐ．４－５．



说，多边主义体现一种特定的信念和偏好，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广泛、

更具包容性的机制能够更好地解决手边的问题，应当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包括在内并
征得其同意，以解决全球问题或产生全球收益。①

如果说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比涉及如何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那么双边
主义、区域主义、少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比则涉及如何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或者说小集体与大集体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分别代
表了值得追求和应予摒弃的两种价值目标，而双边主义、区域主义和少边主义则更
为中性，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取决于其出发点及所欲达成的目的和效果。②双
边主义有时可能成为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蜕变的工具，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签订的
《美墨加协定》即为实例。③同样，少边主义也可能成为单边主义的遁词。拜登政府
在 “回归多边主义”的旗号下，打造明显针对中国的美英澳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ＡＵＫＵＳ）、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ＱＵＡＤ）等阵营化、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小
圈子，本质上就是以 “多边主义”为名的单边主义行为。

二、多边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法治

（一）国际法治与多边主义相伴相生

在一定意义上，法治被国际法学家和外交官们视为国际体系最为重要的目标，

和平、繁荣、有效国际合作等其他目标皆有赖于此。④国际法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主要
和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其基本原则更是全人类的价
值共识。⑤尽管 “国际法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并不能简单等同于 “国际法
之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但国际法在国际法治的建设和实现过程中无疑发
挥着基础性、关键性作用。概言之，国际法治意味着国际法应当指引国家的行为，

是国家行使权力的最终裁决者，国家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规定。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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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ａｒｌａｎ　Ｇｒａｎｔ　Ｃｏｈｅ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ｓ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１２，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５０．
Ｃｈｒｉｓ　Ｂｒｕｍｍｅｒ，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Ｈｏｗ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Ｓｏｆｔ　Ｌａｗ，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１６５．
参见廖凡：《从 〈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Ｂｌｕｍ，“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ｐｐ．３３１－３３２．
参见黄进：《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２期。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Ｂｌｕｍ，“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ｐ．３３２．



国际法与多边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

达成的和平条约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开创了近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多边

安排的先例，并为其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以及 《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
《宪章》）下的当代国际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①此时距格劳

秀斯的 《战争与和平法》１６２５年首次出版仅２０余年，格劳秀斯创立的国际法学说

为这一多边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后者反过来又 “在实践上肯定了格劳秀斯所提

出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应该遵守的准则”。②可以

说，近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自形成伊始，就与多边主义、多边体制密不可分、相辅

相成。

普遍性国际组织的诞生是多边主义发展的里程碑，也标志着国际法治进入新的

阶段。此前的国际组织受制于权力及／或功能，成员范围有限，被赋予的职责也具体

而有限；而国联这样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则是以成员的共同抱负为基础，涵盖广泛的

议题，大小国家均拥有章程明确规定的发言权。③作为国联的继承和发展，联合国将

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宪章》第１条第１款就开宗明义地

指出，联合国的首要宗旨即为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

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

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这里

的 “集体办法”以及第１条第３款中的 “国际合作”，指向的都是多边主义。

主权平等是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准则，维持和促进国家在无政府社会中交

往的需要，决定了秩序是国际法的首要价值之所在。④ 由于不存在凌驾于国家之上

的 “世界政府”，因此国际社会相对于国内社会而言，在稳定性、确定性方面更加

脆弱，更易遭到破坏，也更加需要国际法来塑造、提供和维系秩序。正如路易

斯·亨金所言：“国际体系所要求的，国际法试图促进的，是在和平框架下的更广

泛、更深刻的秩序。这一秩序试图向国家间关系提供信心，建立可信赖的预期，

从而使国家不必再经反复磋商就能了解什么是可期待的并能够进行相应的筹

划。”⑤ 在缺乏超国家的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的情况下，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

内、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共同参与规则的形成和秩序的构建，是实现这种稳定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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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乃根：《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及其当代涵义》，《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十七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北京：法律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第９页。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ａｒｄ　Ｒｕｇｇｉ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２３．
参见何田田：《国际法秩序价值中的中国话语———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法商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路易斯·亨金： 《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９页。



预期性的内在要求。

（二）多边主义为国际法治提供独特支撑

大体上，国际法治经由国际法的价值塑造、国际法规范①的创设以及国际法的

实施来展开和呈现。②就国际法的实施而言，在缺乏超国家执法者的现实条件下，相

关国家经由多边机制授权的单独或集体行动是强制实施国际法的基本途径。就国际

法规范的创设而言，多边主义有助于促进国际法的统一。相较于分散存在的大量双

边条约，多边条约能够创制更加统一、更易识别的规则，并减少相关国家因受制于

相互冲突的义务而挑拣其国际承诺的可能性。③由此，多边条约可以通过相似和对等

的义务来约束所有国家，强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至于习惯国际法，尽管对于作

为其构成要件的国家实践的普遍性要求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但其仍然强调大多数，

或者至少是有机会进行相关实践的国家中的大多数。换言之，采取同样实践的国家

越多，相关规则越易于被认定为得到普遍接受，在此基础上的法律确信的程度也就

越高。④此外，鉴于条约可以通过编纂现行习惯法规则、定型形成中的习惯法规则、

启动新的习惯法规则的形成进程等方式而成为习惯国际法的存在证明或者规则来

源，⑤因此，多边条约的独特优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说明更多国家的更广泛参

与对于习惯国际法的重要意义。

而就国际法的价值塑造而言，多边主义更是能够为国际法治提供不可替代的正

当性和道义力量。在规范意义上，正当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可以定义为 “统治的权利”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ｒｕｌｅ），即相关治理机构 “在制定规则和确保遵守规则方面具有道义上的理

由，而受到约束的主体是基于与规则内容无关的道义理由而遵守规则，以及／或者不

干涉其他主体遵守规则”。⑥这种出于正当性认知的遵守规则行为，既有别于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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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根据 《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８条第１款的经典定义，国际法的渊源包括条约、国际习惯、
各国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确定法律规则之辅助手段的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
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这里所说的国际法规范，主要是相对于国际法原则而言，包括
条约规范和习惯国际法规范。
参见江河：《从大国政治到国际法治：以国际软法为视角》，《政法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Ｂｌｕｍ，“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ｐ．３３４．
参见王建廷：《历史性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实证考查》，《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Ｒ．Ｒ．Ｂａｘｔｅｒ，“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４１，１９６５－１９６６，ｐｐ．２７５－３００．
Ａｌｌｅｎ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２０，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４１１．这里的 “与
内容无关”（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是指无论相关规则是否符合其自我利益，亦即并非
仅仅出于自我利益而遵守规则。



自利行为，也有别于强加或胁迫性的规则。某种意义上，这种遵守更为稳定，因为
自我利益可能会随情势变化而变化，胁迫也未必总是存在，而道义方面的理由则可
以更加持久地发挥作用。①就此而言，相关国际规则所负载的正当性和道义力量，可
以对国家追求自我利益的天然倾向起到制约和平衡作用，乃至影响和塑造关于 “国
家利益”的认知，亦即 “建构”国家利益。而多边条约作为一般性规则，具有远超
其他国际协定的象征性和规范性力量。与多边条约缔结过程相伴的盛况———数以千
计的代表、旷日持久的会议、长篇大论的演讲、浩如烟海的文件———往往赋予最终
产品大多数其他国际协定所不具备的象征性和庆典感。这种多边主义安排还具有扩
散性：纳入多边体制的那些规范向各国国内 “反射”，深植进公众意识，刻印于国家
行为。从建构主义的立场看，这些规范的象征性力量正在于其被认为具有法律约束
力并以此成为国家行动的依据。②一言以蔽之，国际法应当是国际社会的 “通用语”，

而多边主义正是对这种通用性的有力支撑。

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在拜登政府宣布 “回归多边主义”的同时，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ｒｕｌ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或者 “基于规则的秩序”（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ｒｄｅｒ）成为其外交
辞令中的高频词汇。在国际法特别是国际经贸法领域，“以规则为基础”本来是相对
于 “以权力为基础”（ｐｏｗｅｒ－ｂａｓｅｄ）而言，③这使得美国的主张具有一定迷惑性。但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那样，“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
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④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里所称的 “规
则”，本质上是由美国来定义和诠释的规则；“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由美
国所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秩序。其经由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追求的，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国内法凌驾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
规则观。⑤ 这种规则观，反映的是美国式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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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ｌｅｎ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４１０．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Ｂｌｕｍ，“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ｐｐ．３３４－３４４．
国际经贸领域具有制度密集的特点，相应地国际经济秩序 “以规则为基础”的特征也
最为明显。参见徐崇利：《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争：规则还是国际法》，《中国社会科学评
价》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２５页。
参见蔡从燕：《论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一）国际法与 “规则”

“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
家来发号施令。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①维护国际秩序当然
需要规则，国际法本身就是一套规则，是经由特定程序或方式形成的、反映国际社
会普遍共识或者广泛同意的规则。《宪章》第１条第１款明确规定，各国应 “依正义
及国际法之原则”行事。不同类型的国际法规则在适用范围上有大小之分，在约束
力上也许有强弱之别，但都遵循一个基本逻辑，即除个别特例 （如国际强行法）外，

均以所涉国家的共同同意 （明示或默示）为前提。事实上，国际法的正当性基础即
在于国家同意，国家拥有商谈、议定和遵守国际规则的权能。②唯其如此，无政府的
国际社会才有追求和推行国际法治的可能。

国际法有着长期形成、大体清晰的公认含义，而 “规则”的具体所指则语焉不
详，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正如史蒂芬·沃尔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ｔ）一针见血指出
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偏好 ‘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中国据称对此不感兴趣，

而是在于，谁来决定哪些规则在何处适用。”③作为术语的提出者，美国有意不澄清
“规则”的内涵、外延、性质以及不同规则间的关系，以便其根据需要选择、规避、

改写或者滥用特定的规则。同时，这里所称的 “规则”刻意弱化 “国家同意”这一
国际法规则的必备要素，从而为其贬低现行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摆脱现行国
际法尤其是普遍性国际法的约束、推进和制定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所谓 “规则”提供
依凭。④ 事实上，在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口号下，美国往往以国内法规则
凌驾国际法规则，以少边规则侵蚀多边规则。

以国内法规则肆意凌驾国际法规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为。实践中，美国每每
以国内法律代替多边经贸协定，惩罚从事 “不公平”贸易的国家。例如，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明确指出，任何与美国法律不一致的 ＷＴＯ协定条款及其适用结果在美
国国内均不具效力，即便 ＷＴＯ专家组或上诉机构作出对美国不利的裁决，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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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第４６２页。
参见赵骏：《国际法的守正与创新———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范需求为视角》，《中
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 “商谈”“议定”主要是就条约
规则和国际软法规则而言，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核心特征之一恰恰是非经议定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Ｒ．Ｈｅｌｆ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ｇｒｉｄ　Ｂ．Ｗｕｅｒｔｈ，“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３７，ｎｏ．
４，２０１６，ｐｐ．５６９－５８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Ｗａｌｔ，“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ｔｓ　ａ‘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Ｔｏ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ｒｃｈ　３１，２０２１．
参见蔡从燕：《论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自动导致美国法律或实践的改变。①此外，美国的对外经济制裁特别是次级制裁措施
往往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影响他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个人、

企业合法权益；②源于美国民事诉讼法规则的 “长臂管辖权”恣意扩张，屡屡侵犯他
国主权，违反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毫不顾及国际礼让和国际法上的 “合理性”要
求。③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颇具模糊性和误导性的表述，为这类单边主义做
法提供了掩蔽和托辞。

不仅如此，“基于规则的秩序”还为美国以少边 （区域）规则侵蚀多边 （全球）

规则大开方便之门。例如，作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替代，２０１８年签署的 《美
墨加协定》就遭到严厉批评，认为其种种规定明显有违 ＷＴＯ非歧视原则和自由流
动原则，是对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基本原则的背叛。④更有甚者，美国近年来对中国采
取 “规锁”（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战略，⑤打造一系列或平行或排他的规则体系，以依托美
式 “价值观同盟”、基于意识形态划界的少边规则作为其对外推行政策的重要基础，

并赋予其替代既有多边规则的 “使命”，使得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单边化的威
胁。这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严峻挑战。

（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术语及其运用，突出反映了美国式的有选择的多边
主义。从应用场景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密切关联，

是后者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的替代表述。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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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ＳＴＲ，“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２０１７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ｇｅｎｄａ－ａｎｄ－
２０１６，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ｐ．３．
参见廖凡：《比较视角下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陈一
峰：《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吗？——— “荷花号”原则的当代国际法反思》，《环球法律
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参见肖永平：《“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参见王鹏：《美、墨、加新协定：全球自由贸易的公敌？》，《中国经济周刊》２０１８年
第４１期。
“规锁”是指霸权国在经济上通过设置高标准规则，在相关领域约束和规范崛起国行
为，锁定崛起国潜在增长空间，从而把崛起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
胁或挑战霸权国继续享有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之内。参见张宇燕、冯维江： 《从 “接
触”到 “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经济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７期。
在拜登政府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中，“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出
现５次，“基于规则的 （国际）体系”出现３次。该文件中虽未直接出现自由主义国际
秩序的表述，但从其声称 “我们的愿景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挑战来自以修正主义外交
政策推行威权治理的国家”，指责中国 “输出非自由主义模式的国际秩序”，仍然清晰



结束后、冷战开启时，本质上反映的是国际力量的失衡：１９４５年以来呈现的 “美国
世纪”是美国国际地位的黄金时代，使之能够对国际体系实现近乎霸权的控制，并
凭借苏联解体后的美国 “单极时刻”进入高潮；正是这种凌驾于国际体系之上的美
国霸权，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狭隘地称为 “自由主义秩序”。①

自由主义秩序的重要目的在于维持美国对于自由民主同盟的霸权，这一秩序
本质上是单极化而非多元化的。② 美国一度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拥护者，但其对多
边主义的支持主要是受核心国家利益的驱动，而不是作为规范倡导者的推动，目
的在于寻求合法性、分担责任以及维持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③ 带有强烈的实用
性、工具性色彩。由此而来的，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屡见不鲜的双重标准，即基
于所谓 “美国例外主义”，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美国所主张的规则，另一方面
拒不遵守对其不利或不合其心意的国际法规则。换言之，美国是有选择地支持多
边制度，将之作为扩张美国利益、推行美国政策、实现美国意志的手段，用以
“管教”其他国家的行为，而不对美国的行动构成实质性约束。这种 “合则用，不
合则弃”的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做法，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而是有选择的多边
主义，或者说所谓 “菜单式多边主义”（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àｌａ　ｃａｒｔｅ），④本质上还是单
边主义。

美国对待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的做法，充分反映了这种
根据自身利益而在 “多边”与 “单边”之间灵活进行的 “选择”。《公约》是海洋法
领域最具权威性和正当性的多边规则，但美国因在国际海底区域归属及资源分配问
题上与绝大多数国家立场不一而迄今未予批准。⑤但在实践中，美国却又援引 《公
约》相关规定来主张自身海洋权益及／或质疑他国权益主张，理由是这些规定反映了
习惯国际法。这就带来一个选择性认定的问题：对本国有利的规则就认为是习惯国
际法，不利的就加以否认。⑥例如，美国无视 《公约》关于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公
海等不同水域的不同制度规定，在缺乏 《公约》依据的情况下自创 “国际水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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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可见其本意所在。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ｉ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２，ｐｐ．
３，８，１６，１８，３８，４２．

①　参见张建新、董雅娜：《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国际观察》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参见郑红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与未来》，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 （国
际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２０２１年，第３７—３８、５０—５１页。
参见斯瓦兰·辛格、张贵洪： 《亚洲多边主义：政治实践与理论贡献》，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Ａｌｌａｎ　Ｇｅｒ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àｌａ　Ｃａｒｔｅ：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ｉｃｋ　ａｎｄ　Ｐａ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０００，ｐｐ．６１－６６．
参见沈雅梅：《美国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较量》，《美国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罗欢欣：《国家在国际造法进程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国际海洋法的形成与运作为
例》，《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概念，简单化地将 “公海自由”原则适用于所有这些水域，甚至曲解 《公约》第５８
条的相关规定，认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对他国军事活动的限制侵犯了公海自
由。①而对于其他一些 《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根据 《公约》序言应继续由包括习惯
国际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规则调整的重要事项，②如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权利、大陆
国家远海群岛直线基线等，美国却又统统划归 “过度海洋主张”，一概加以否认。③

上述做法充分展现了美国所主张的 “规则”以及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选择性
和单边性。

四、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指引国际法治

国际法治与多边主义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在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
行之路》这篇中国关于多边主义的经典文献中，习近平主席以 “四个坚持”概括多
边主义的核心要义，即：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

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④这
是诠释和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遵循。同时，真正的多边主义必然厉行国际法治，这
是人类社会更加文明的重要体现。⑤应当以多边主义的上述科学内涵为指引，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定维护和有效推进国际法治。

（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开放性多边体系

如前所述，多边主义所体现的关键信念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广泛、

更具包容性的机制能够更好地解决手边的问题。这意味着多边主义必须开放而不封
闭，包容而不排他。开放包容，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与有选
择的多边主义的分水岭。⑥

就 “边”的具体数量而言，多边主义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但开放性这一核
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则是一以贯之。无论是在全球层面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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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ｖａｎ　Ｓｈｅａｒｅ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ｅｒ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ｃｅ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ｖｏｌ．１７，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５５７－５５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第８段规定： “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
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参见包毅楠：《美国 “过度海洋主张”理论及实践的批判性分析》，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参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第４６１—４６３页。
参见王磊：《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光明日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８日，第

１４版。
参见李文：《变乱交织时代何以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深入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美国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边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还是在区域层面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以下简称 “上

合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 “亚投行”）、推动缔结ＲＣＥＰ等，

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原则，在不取代现有国际机制、不搞小圈子的基础上实现

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①例如，上合组织已经从成立之初的５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

包括８个成员国、４个观察员国和１４个对话伙伴，②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

多，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又如，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与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作

用，符合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同愿望，已经得到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包括

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③

包容性则意味着国际秩序构建和国际规则制定必须能够容纳、容忍差异，不论

是发展阶段的差异、社会制度的差异还是意识形态的差异。“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孟子·滕文公上》），强求一律，易于走向单边主义或者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中

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 ＷＴＯ改革中坚持发展中国

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等，都是这种包容性的体现。上合组织秉持 “上海精神”，倡

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与各自道路选择，推动

文明间交流对话，在求同存异中兼容并蓄，促进区域认同与和谐世界建设，也彰显

了真正多边主义的包容性。④

“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其权威性和

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⑤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多边机构，维护联合国在

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和权威地位是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个别国家或者

少数国家集团的意志和利益必须服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整体意志和利益，

而不是相反。联合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

涵盖众多国际问题的全球性国际法体系，建立了用以保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

平等和尊严的核心条约体系，规定了各缔约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规范了全球公

域的国家行为，丰富了以 《宪章》为基石的当代国际法律秩序。⑥就此而言，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与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二者有着内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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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参见许嫣然、曹司彬：《多边主义理论辨析与全球治理实践危机》，《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５期。
参见 “上海合作组织简介”，ｈｔｔｐ：／／ｃｈｎ．ｓｅｃｔｓｃｏ．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ｓｃｏ／２０１５１２０９／２６９９６．
ｈｔｍｌ，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０日。
参见李志强：《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大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２２年第７期。
参见邓浩：《大变局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新使命》，《当代世界》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第４６２页。
参见余敏友：《联合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与中国的贡献》，《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５年
第６期。



致性。

（二）捍卫国际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国际法的权威归根结底来自作为国际法基本主体的国家的遵守。“要坚持原则，

规则一旦确定，大家都要有效遵循。‘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不应成为我们的选择。”①

国际法 “以诺为则”的特质，②一方面使得在国家的允诺之外单方面强加 “规则”缺
乏价值正当性和操作现实性，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各国 “有诺必践”、善意履行国际法
义务的极端重要性。以是否符合一国利益或国内规则为标准来对国际法规则进行取
舍，这种单边主义行为势必严重损害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样地，少边规则
也不应被用于侵蚀或架空多边规则。正如有论者所言，少边主义应当是顺应国际格
局和秩序现实的一种多边主义的过渡式发展方式，而不应被刻意用于释放不利于多
边主义全面开展的排他性而走向单边化。③概言之，“用 ‘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公
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行径不可接受”。④

一些西方大国长期以来自命为世界的标准设定者，其真正的担心，与其说是中
国成为规则破坏者，不如说是中国成为 “规则制定者”，即中国凭借对于国际规范、

标准、惯例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改变其业已得心应手的游戏规则。唯其如此，个
别大国才试图在全球性机构、机制之外，基于在所谓 “志同道合”的俱乐部、小圈
子中形成的 “规则”作出新的安排，并将之作为霸权 “护持”下施行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的工具。⑤这类做法的存在，归根结底源自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不足。按照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从根本上说有赖
于改变以 “中心—外围”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现实结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
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⑥在此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代
表的中国应当模范遵守国际法，带头维护国际法权威，以实际行动证伪 “国强必霸
论”，超越霸权周期律的世界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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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第４６２—４６３页。
参见何志鹏：《以诺为则：现代性国际法的渊源特质》，《当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参见申天娇：《全球治理中国际软法的认知澄清与应用完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
林大学法学院，２０２２年，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２日，第２版。
参见任琳、孟思宇：《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外交评论》２０２２
年第５期。
参见孙来斌：《超越 “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分析模式———兼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全球治理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２０年第２１期；梁涛：《美元霸权下
的 “中心—外围”博弈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财经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晚近以来，与美国着力描述的 “民主国家对抗威权国家”二元叙事相呼应，①有

西方学者提出所谓 “威权主义国际法”（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的概念，将

本属统一的国际法体系刻意划分为 “自由主义国际法”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和 “威权主义国际法”两大阵营。在其看来，民主的标准相当狭窄，凡是强化言论

和结社自由、促进公正选举，就是倾向民主，否则就是倾向威权；“威权国家”运用

国际法的方式会削弱其所界定的民主治理，淡化民主标准并发展出自己的标准，从

而改变国际法本身的规范性内容，由此形成 “威权主义国际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延

伸威权主义规则。②这一颇为牵强的两分法透露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双重标准倾

向，体现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意识和对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执念，是冷战思

维的延续，有损于国际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与此同时也要客观看到，国际法的碎片化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且近年

来呈现新的特点。在贸易领域，ＣＰＴＰＰ、ＲＣＥＰ、 《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

定》等多个相互重叠和竞争的区域经贸安排相继达成或加速推进；在金融领域，新

兴国家主导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相继成立；在安全领域，以亚太地区为

代表，地区各国竞相发起自身主导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这些机制和安排以成员间

内向合作、外向竞争为基本特征，使得相关治理领域中制度重叠、嵌套、竞争的现

象更加突出。③而各个区域之间、各种机制之间、各项安排之间的对话、磋商和协调

显著不足，也缺乏全球层面的顶层设计。事实上，上述机制与安排尽管纷繁复杂，

但总体来看仍然不出发展和安全这两大主题的范围。就此而言，中国提出的全球发

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基于其广泛的包容性 （面向全球所有国家）、突出的平等性
（“倡议”而非 “战略”“指引”）以及鲜明的主题性 （聚焦发展与安全），具有足够

的容纳力和统筹力，可以发挥 “机制的机制”“安排的安排”的作用，推动这些机制

和安排协同增效，促进相关领域国际法规则的协调和统一。

（三）在协商合作基础上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在后冷战时期达到巅峰的美国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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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一叙事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强调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国际关系的主
线，中国是美国的 “唯一一个既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又日益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
技术实力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者”，而未来１０年则是美国 “竞赢”（ｏｕｔｃｏｍｐｅｔｅ）中
国的关键时期。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Ｔｏｍ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１４，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ｐ．２２１－２２５．
参见刘昌明、杨慧：《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
视角的解释》，《东北亚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秩序逐渐走向终结。①在后霸权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单独为世界确定规则并
支撑国际制度有效运行的能力，国际社会的多元态势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主导国
际事务的合法性，②多边主义、多元共治是必然选择。这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摒弃霸
权、对抗、“零和”的思维，选择协商、对话、共赢的道路。“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
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
歧。”③民主协商的决策程序要求大国之间开展对全球公域有利的磋商协调，因为大
国有着更多的能力资源和更大的全球责任；同时也要求所有相关成员的共同协商，

共同改革、制定和实施国际制度。④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
多边层面协商合作的典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
台。在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国际公共产品缺失，需要国际制度和国际法规则帮助克
服治理失灵并促进公共产品提供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基于负责任
大国身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对于弥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口具有重大
价值。⑤

从国际法治的角度看，未来应当在继续坚守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立场前提
下，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更加定型化、机制化、法治化，使之成为更易推广、更
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为此，可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凝聚更多规则共识，争取从
“一带一路”倡议下已经数量众多的合作协议中提炼形成更具一般性的准则和规范，

并以领导人声明、共识文件、协议范本等适当形式发布，乃至在时机成熟时制定开
放性的 “一带一路”合作公约。这些可能的文本，以及业已建立的以国际商事法庭
为核心的 “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均可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制度
性、机制性、规则性公共产品。此外，可以借鉴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成功
经验，⑥推动建立 “全球安全倡议之友小组”，进而以这些 “之友小组”为依托，探
索在发展和安全领域发挥 “机制的机制”的作用。

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对
于多边主义有着积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

·６７·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年第８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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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６０多个国家加入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参见 《王毅主持 “全球发展倡
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２日，第３版。



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
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①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
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这对于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尤其具有
重要意义。某种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都是映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理念创新，应当以这些理念为指引，在具体领域加强话语引导和议题设置，在相关
制度和机制运行中更多融入中国主张，在协商合作基础上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制度
性公共产品。

（四）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真正的多边主义绝不故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在多边主义指引
下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 “正”，就是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为国际秩序提供正当性支撑，关键信念是更广泛、

更具包容性的机制能够更好地解决全球共同问题，基本原则是开放包容、平等民主、

协商合作、与时俱进。“新”，则是在坚守上述核心价值、关键信念、基本原则的前
提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参与乃至引
领全球性和区域性规则、制度、机制的变革，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意味着，多边体制和全球治理的改革同样必须遵循多边
主义原则，兼顾各方利益和诉求。这也是中国一贯秉持的立场。在 ＷＴＯ改革方
面，中国提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遵循
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三项基本原则，强调 “改革的议题选择、工作时间表和最终
结果都应由 ＷＴＯ广大成员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的方
式作出。磋商进程应保证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共同参与，不能由少数成员
说了算，也不能搞小圈子”。② 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面，中国也强调要各国不论
大小、强弱、贫富，均应从改革中受益，而不能只满足少数国家私利；改革应纠
正发达国家代表性过剩问题，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③这些都是守正创新的
表现。

·７７·

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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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多边主义及其指引下的国际法治提供了终极依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中
国对国际法社会基础的新认识，是对既有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发
展，对于确立国际法的正当性和推进国际法治具有重大意义。②申言之，这一理念蕴
涵了中国对于国际法治走向的判断，即尽管国际法的国家本位特征没有也难以发生
根本性转变，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传达的 “安危与共”这一核心内涵，有助于
促使国际法更多考虑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推动其朝向国际社会本位的方向发展。③以
法治方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客观上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即
以推进国内法治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任务得以落实，以推进涉外法治而
在我国主权范围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实践和参照范本。④而这种统筹，

无疑只有在真正的多边主义指引下、在正确处理个体国家与国际社会整体之关系的
前提下，才能得以有效实现。

结　　论

多边主义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和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不
仅是全球治理的手段，也是全球治理的目的。⑤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利益、诉求和
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交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⑥这一时代之问的最好回答。正如习近平主席最新提出
的全球文明倡议所彰显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承认多样性是
客观现实并将长期存在，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

是对丛林法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超越和革新，开辟了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
新境界。

国际法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范，要推动和实现国际法治，必须坚持 “国
际法之治”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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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
法也是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多边主义是对这种通用性的有力支撑，所谓 “自由主
义国际法”与 “威权主义国际法”的划分，是基于过时的冷战思维和僵化的意识形
态，不符合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目标和方向。但这一观点的提出揭示了一个客观
事实，那就是西方国家已经日益难以垄断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和话语权。于中国而言，

国际法创新既是参与和引领国际秩序调整的规范性任务，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价值性引领，更是提高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能力的主体性使命。①作为负
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立足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了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 “一带一路”、弘扬全人类共同
价值等重要思想和重大倡议，②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大国外交和国际法实践，丰富了
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内涵。未来应当继续坚定法治信心、坚守多边立场，求同存
异、守正创新，为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贡献更多中国力量、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刘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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